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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关照下的现代中国学研究

　　现代中国，或曰近代中国，一个最显著的特征

是出现了东方和西方的对接。尽管这种对接是以半

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极不平等的方式完成的，但

中国已融入了世界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以1840

年鸦片战争作为这种变化的起点，到60年后的八

国联军战争，即20世纪开始之后，中国与世界已

经变得难解难分，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和社会文化

的变动都可以找到西方世界乃至东方日本的影子。
故而，立足中国，探讨世界；着眼世界，解读中国，
既是近代中国历史演进的一种无法抹去的历史真

实，更是一个不可或却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论问题。
质言之，不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透视现代中国，
很多问题就难以解释清楚。正是从这样一个基本历

史现状出发，近一个世纪以来，近代史学界许多专

家学者都试图在近代中国与世界关系方面找到一条

主线，创建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研究范式。其中，
最有影响的是美国学术大家费正清教授所提出的

“冲击反映” 模式，简单的说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

冲击和中国社会在各个方面所做出的反映。这个富

有概括性的总体论断曾为很多学者所推崇。但也受

到相当多的研究者的责难和批评。就所提出的问题

而言，一是认为这种模式忽略了中国社会本身在社

会转型过程中的内在功能，仅仅是被动的反映而

已；二是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冲击者是正义的使

者、文明的化身，被冲击者则理所当然要被牵着鼻

子走；三是将中国和西方人为的对立起来，步入了

一 “正” 一 “负” 的对立思维。如果这些批评不违

背费正清教授的原意的话，或者说对其论断没有实

质上的曲解的话，应当说 “冲击反映” 模式自有其

片面的地方。有鉴于此，有的学者提出了 “在中国

发现历史” 的新的研究路向，试图纠正 “冲击反映”
模式的偏颇。然而，在近代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的进

程中，过分去强调中国本身的历史演化，将世界尤

其是西方的影响放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这不就离

历史的真实越来越远了吗？显而易见，纠偏者又自

觉不自觉的出现了另一种偏。由此看来，将近代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加以哲理的概括并找出一个普遍都

能接受的范式，是相当困难的，几乎是行不通的。
　　严复作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曾对西方冲

击下中国社会的演变有过深刻而颇富启发的理性思

考。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称：“观今日之世变，
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

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

所为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 戊戌变法》第3

册，第71页）严复在这里一是强调近代中国社会

的变化无法阻挡，前无古人；二是认定世道的变化

是各种力量相互交织，最后 “运会” 的结果；三是

一旦 “运会” 来临，任何人都无法阻挡。这里的 “运
会” 寓意深刻，耐人寻味，究竟指的是什么，严复

并没有非常清晰的解释。如果我们将 “运” 看作一

种机遇和时世走向，将 “会” 解释为会通和融合，
则借 “运会” 一词去阐释近代中国与世界文化的内

在而必然的复杂关系，倒是颇具启迪意义的。也就

是说，现代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既是一种机遇的会

通，又是一种世事发展必然趋向进程中无法回避的

融合。世界在多方面甚至全方位的挑战和影响中

国；中国在迎接世界潮流中，不断的挑战自我，新

陈代谢，最后融入世界，当然也影响世界。“运会”
一词似乎语义不够清晰，但不清晰的东西往往比清

晰者有更多的包容性和解释的空间。何况近代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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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乃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本来就是复杂多变和不

清晰的，如果用 “清晰” 的词语来表述，常常会步

入误区而不能自拔。运会，或曰会通，是百年以来

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一种常态，一种趋势。下面以第

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向为例，试做具

体的阐释。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不像八国联军战争那样是

一次直接侵略中国的战争，但对中国的社会进程影

响巨大。时人多以五四运动作为近现代中国不同演

讲阶段的标志，殊不知正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才

演化出后来的五四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80年间，中国社会的追求目标相对比较单一，那

就是一心学习和移植西方的东西，从来没有动摇过。
期间，虽曾经历过器物的、制度的和文化的三个不

同的递进层次，但眼睛向西的总体目光并没有丝毫

改变。即使中国人学习日本，也是因为日本是学习

西方的典范，旨在从日本引进西学。当1914年到

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后，中国人的社

会文化取向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激烈和残酷，让中国以及全世界尤其是欧美所震惊。
许多有头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

义文明的合理性和正义性，甚至对西方文化也发生

了疑问，个别人曾提出从东方文化中找出路。大哲

学家柏格森碰到正在欧洲考察的梁启超时，告诫梁

启超别再崇尚西方文明，劝他回国后多研究一下孔

子、老子、墨子，这些代表中国古典文化的思想家

和哲学家的学说或许可以拯救纷乱繁杂的世界。于

是在欧美兴起了一股抨击资本主义文明的后现代思

潮。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理论，
以及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一时颇为流行。梁启超

等善于思索的思想家归国后，很快由 “西化” 派嬗

变成东方文化派，即抛弃过去单一向西方学习的模

式，在融化西方文明研究理念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
重点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找出路，由此逐渐聚集了一

批思想家和专家学者，形成了后来的新儒家。当年

叱咤风云的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这时也一

反以往，呼吁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寻找救国救民

的良药。研究者常常习惯于批评他们的后退或保守，

却往往忽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西方新的思想潮流

对他们心灵深处的撞击和文化选择的制约。不从世

界看中国，就很容易陷入瞎子摸象的尴尬境地。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冲击波是苏联 “十月革命”
的成功，这使风行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由宣传转向了

实践。中国人对这方面的反映更为剧烈而久远。李

大钊敏锐地把 “十月革命” 称之为 “第三种文明”，
并宣称最适合在中国推行。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先

进的共产主义者的全力推进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

下迅速集结了一批中国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沐浴

着五四运动的春风很快发展成现代中国最富竞争力

的新的政治力量，最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实事求是

地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了 “十月革命”；“十月

革命” 催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而改变了现

代中国的社会面貌。世界与中国的 “运会”，于此

可见一斑。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可以给中国注入新的文

化因子，改变原来既定的社会演进方向，除了外在

的世界因素之外，还源于中国社会内部发展机制有

了这种需求。简言之，是中国社会与第一次世界大

战相互作用，合理 “运会” 的结果。当1840年的

鸦片战争将中国人的目光引向世界之后，中国人急

切想知道的是中国究竟在哪些地方不如西方，并且

简单的认为只要找到了问题所在，就可民族独立，
国家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始觉得是技术

不如西方，于是有洋务运动；后又认识到 “洋务仅

是皮毛”，于是要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结果

还是难如所愿，于是又推翻清朝，构建民主共和；

结果不但盼来的是一个假共和，而且又衍生出一批

十恶不赦的军阀，混战掠夺，民不聊生，国家一天

比一天坏。中国人简直到了无计可施的绝境。痛定

思痛，反思过去，着眼世界，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主

义者和现代新儒家。中国社会的走向由一元变成了

多元。没有中国社会内部发展的这种渴求，第一次

世界大战想对中国发生影响也是不可能的。还是前

引严复的话深刻：“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虽

然加入了新的元素，出现了新的内容，但原来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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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欧美的 “西化” 派仍然有相当的势力，这在五

四后的中国社会更新中也持久的发生作用，甚至在

三十年代前后演化出十分激进的 “全盘西化”主张。
这和对五四前中国社会的反思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中国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因为在“西化”
派看来，鸦片战争后的80年为什么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中国的面貌，问题不是出在学习西方文明的路

向不对，而是中国封建的东西根深蒂固，难以从根

本上加以动摇，原因在于 “西化” 的不够、不彻底。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能得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破

产的结论，而只是西方文明发展中的一段弯路，一

个小小的不和谐的插曲。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

方世界的调整和起死回生，并进一步重新走向繁荣，

中国的 “西化”派仍然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主张，
并不断发展，依旧活跃在中国的舞台上，成为一股

不可忽略的力量。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又

一个侧面的影响。
　　总起来看，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社会的

发展理路复杂起来了，以往的单一局面被彻底破坏

了。而且，实际的社会历史状况比历史学家笔下的

描述要更复杂多变，难以琢磨。即使如上所述的马

克思主义者、现代新儒家和 “西化” 派，也十分复

杂，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看似新未必新，
看似旧未必旧。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由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社会文化的走向变了。




